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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1848年预审改革肇始至今 ,英国所颁布的有关刑事审判 、证明活动
的法令可谓多矣 。然而纵观证据开示方式的流变 ,其间具有标志性的法令
主要有三部 。第一部是《1967年刑事审判法》 ,在此法颁布之前 ,证据开示
并不是一项“法定”的程序与活动 。此法颁布后 ,预审被划分为书面预审和




言词预审 ,而后者则为开示活动的展开提供了一个有利平台 ,换言之 ,当时
的开示以言词预审为载体而得以进行 ,并非一个独立的环节。第二部是
《1996年刑事程序与侦查法》 ,该法取消了言词预审 ,但为了贯彻开示精神 ,
新设了直接开示环节并辅之以救济性开示(即应开示而未开示时的依司法
令开示)。直接开示环节可以解剖为四个过程 ,即控方的初次开示(Primary
disclosure by pro secuto r)、辩方的开示(disclo sure by accused)、控方的再次
开示(Secondary disclo sure by pro secuto r)和控方的持续开示(Continuing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第一 ,根据《2003年刑事审判法》第 37条第 8 款之规定:“如果根据控
方的申请 ,法院认为开示不符合公共利益并且因此做出相应命令时 ,则不得
按照本条的规定开示该材料” 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据”以来 , 《1987年刑事法院(预先告知专家证据)规则》增加了“专家证据” ,
《1987年刑事审判法》规定“严重诈骗案件中 ,辩方有开示辩护要点的义
务” 。可以看出辩方的开示范围在不断扩大 ,直到《1996年刑事程序与侦查
法》中以“辩护陈述”(defense statement)的形式加以界定 。根据该法第 5



















苛刻 。因为依据《2003年刑事审判法》 ,辩方没有依法提交“辩护陈述”时 ,
会被法院强制要求开示;而对于仍不开示的行为或者“开示瑕疵”的行为 ,法
院或者陪审团在决定被告人是否犯有相应罪行时 ,可以做出看起来适当的





















一是“简克斯诉合众国”案(Jencks v.United States , 1957),该案为了交叉
询问的目的 ,要求联邦检察官向辩方开示控方证人的先前陈述③。其二是




互动”(tw o-way street),而不仅是单方活动(one-way street)。他们竭力推
动着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改革 ,这使得双方互惠开示成为 20世纪 70 年代
以后的主旋律 ,也同时标志着双方开示这一“新纪元”的到来 。
其实 ,辩方开示证据的做法早在 20世纪 20年代就已出现 ,在当时一些
州采纳了“不在犯罪现场辩护告知规则”(no tice-o f-alibi statutes)。在“威









美国律师协会在其 1969 年到 1970 年承担的项目“刑事司法标准” 、“证据开示
标准与审前程序”中不但表明了支持刑事证据开示的态度 ,而且勾画了证据开示范围的
大致轮廓 ,即“为了给辩方的答辩 、畅通的审判和最低限度的埋伏突袭提供充足的信息;


















环节 。但是 , “合理根据”(probable cause)的标准毕竟有别于“排除合理怀
疑”(beyond the reasonable doubt),而预审期间控方提出的证据也并非其
全部证据 ,因此被告方通过预审阶段获得的证据信息显然是极为有限的 ,这





















根据《联邦刑事诉讼规则》2002 年修正后的第 12条第 1款 、第 3 款和
2005年最新修正后的第 12条第 2 款的规定 ,辩方如果存在“不在犯罪现
场”(no tice of an alibi defense)、“执行公务”(no tice of a public-authority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败根源的剖析 ,这其中也包括对诉讼本质的解读。在 19世纪早期 , “竞技性
司法理论”长期支配英美诉讼程序 ,当事人主义被解释为当事人自由竞争 ,
任何一方没有帮助对方的责任 。双方当事人为了在法庭审理时进行最后的













⑦ [ 日] 平野龙一著:《侦查与人权》 , 有斐阁 1981 年版 , 转引自孙长永:《当事人主











赢得牌局 ,欺诈可谓是一招毙命的杀手锏 ,类似的现象在诉讼中不难发觉 。









仅大众鼓励诉讼中的突袭行为 ,就连司法官员也不例外 ,如在 1824年主审
“瑟特尔”(Thurtel l)一案的帕克(Pa rke)法官就拒绝辩方在审前获悉控方
证人陈述 ,并认为:“一般来说 ,(控方)证人的审前陈述应当送交法庭保存 ,




⑧ J.Spencer , Disclourse of Ev idence in Eng land and Wales —P rog ress or Re-
g ression?, in P roceeding of the F irst Wo rd Conference on New Trend in Criminal Inves-














美国为例 ,除了前面提到的“简克斯诉美国”(Jencks v.United S tate s ,
1957)案例和“布来迪诉马里兰”(Brady v.Maryland , 1963)案例对刑事证
据开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之外 , “威廉斯诉佛罗里达”(Wil-














William J.Brennan , Jr., The Criminal Pro secution:Spor ting Event or Quest
for T ruth ?, Wash.U.L.Q., 1963 , p.285.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参见孙长永:《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与证据开示》 , 载《法律科学》 2000 年第 4
期。








意义上的平衡” 13。然而 ,就在大家聚焦被告人不利处境的同时 ,仍然有不
少学者认为 ,这种所谓的控辩不平衡只存在于理论上或逻辑之中 ,在实践中
辩方同样掌握着具有相当实力的“底牌”而控方无法得知 ,因此控辩实力是
均衡的。比如 ,翰德(Hand)法官在“合众国诉加尔森”(United States v.
Garsson)一案中 ,谈到被告人要求审查大陪审团起诉备忘录的动议时指出:
“在我们当前的刑事程序中被告人无处不获利……他不用披露辩护信息的





务以后 ,控辩双方之间的平衡是否真正达到了呢? 我们知道 ,上个世纪中期
因为人权保障的观念占据上风 ,所以英美基本上以控方开示为主要模式 ,而











William J.Brennan , Jr., The Criminal Pro secution:Spor ting Event or Quest
for T ruth ?, Wash.U.L.Q., 1963 , p.285.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的机会;(3)法院诚实地做出裁判 15。事实上 ,在英国 ,必须将指控犯罪的证
据告知被告人以便其辩护 ,这个要求也历来被视为自然正义的中心原则 。
而随着欧洲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 ,自然正义的这一要求也获得了《欧洲人
权公约》的体认 ,如该公约第 6.3 条(a)款规定 , “每个被指控犯罪的人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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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 Z.W.Nedjati & J.E.rice:English and Continental S ystems of Administra-


















是在最近 20多年里才发展起来的 ,其间判例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。虽
然 ,在大众看来 ,控方不准备在法庭上出示的材料通常价值甚微 ,然而不可
否认的是 ,在特殊案件中 ,控方因职业趋利往往蓄意地隐匿某些有利于被告
人的信息 。典型的案例 ,如发生在 1976 年的“施德凡 ·奇斯科案”(Stefan








 16 Mauro Cappelletti and Bryaut G.Gar th ,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-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中第一种是以摩斯特勒尔(Robert P .Mostel le r)的解释为代表 ,他认为“互
惠开示”规则赋予控方从辩方获得证据信息的权利 ,并不是因为在此之前辩
方要求从本方获得证据信息 19。因此摩斯特勒尔将“互惠”定义为“共同存








See The T imes , 1999.2.25.
United Sta tes v.Agur s , 427 U.S.97(1976).
Rober t P.Mosteller , Discovery Against the Defense:T ilting the Adve rsaria l
Balance , Cal.L.Rev ., 1986 , Vol.74 , pp.1567～ 1569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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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构 。无论是“独立开示”还是“有条件开示” ,从本质上来看 ,都使得被告人
放弃某些基本权利 ,如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。但是深究起来我们不难















由此我们可以判断:“独立开示” 、“有条件开示”也好 , “开放式模型”也
罢 ,一旦处于“不开示就会遭受不利后果”的威慑之下 ,任何开示都将丧失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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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 Char les H .Whitebr ead &Christophe r Slobogin , C riminal P rocedure:An A-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前 ,不少人认为我们有阅卷制度 ,开示从根本上与阅卷无异 。这种排斥心理
不无道理 ,因为它至少在后来进行的开示试验中得到了印证:开示能够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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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1 关于“北京海淀模式”和“山东寿光模式”的介绍与评析的文章 , 具体可以参见
陈卫东:《寿光证据开示试点模式的理论阐释》 , 载《山东审判》 2005 年第 1 期;赵志坚等:
《证据开示制度试行状况之实证分析》 , 载《人民检察》 2004 年第 1 期;程雷 、张文静:《中
美“证据开示理论与实务专题”研讨会会议综述》 , 载《中国司法》 2004 年第 7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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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问题 ,阅卷同样能够解决;阅卷没有解决的问题 ,开示同样没能解决 。出
现这样的局面 ,并非开示制度本身不合理 ,而是我们没有把准病因。引入开
















促进等臂武装重要性的理念下进行 ,那么对于我们侦 、检 、审三机关司法人
员的心理和职责都将是极大的挑战 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言”  2。而早在 1935年 ,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舒瑟兰(Suthe rland)在“伯




 2 Richard May , Criminal Evi dence , 3rd ed., Sweet &Maxwell , 1995 , pp.386
～ 387.转引自孙长永著:《探索正当程序———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》 , 中国法制出版社
2005 年版 ,第 33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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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为了实现正义……他既有责任为获得一项公正的定罪而采取一切合法的
手段 ,也有责任避免使用那些可能导致定罪的非法方法” 23。由此看来 ,无






据 ,审判程序将重新流于形式 ,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做法 ,也将走回历史的






的 、随意的 ,但是开示的范围则是法定的 ,一旦因此出现争议与纠纷 ,则只能
通过司法的方式来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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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3 Berger v.United States , 295 U.S.78 , 55 S.Ct.629 , 79 L.Ed.1314
(1935).
